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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算法管理是零工经济和平台工作的主要管理模式，其“赶工游戏式”的管理使零工

陷入高强度、不稳定的工作节奏中，加剧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紧张关系，引发了零工工作家

庭界面模糊的困境。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成为管理者和零工共同关切的问题。本研

究基于双重加工模型和耗散结构理论，构建算法管理影响工作家庭界面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具体而言，研究一结合人脑的耗散结构特征，从系统 1 层面构建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促进的

线性影响模型；研究二依据个体的耗散结构特征，从系统 2 层面建立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冲

突的非线性影响模型。预期研究成果可以为阐释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提供一个恰

当的理论视角，为改善零工平台的算法管理水平、帮助零工妥善处理工作和家庭间的关系提

供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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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随着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以短期、按需和灵活为核心特征的零工经济呈现

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并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拓宽就业渠道的新动能（Tan et al., 2021）。

在零工市场中，组织依托数字平台雇佣独立的工人来完成被称为“零工”的短期合同（Jabagi 

et al., 2020），典型零工职业包括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和家政保洁等。根据阿里研究院的

预测，到 2036 年我国零工从业者的数量将达到 4 亿人。既有研究表明，零工工作的自主性、

灵活性和任务多样性是吸引零工工作者的重要因素（Adekoya et al., 2025; Graham et al., 2017; 

Wood et al., 2019）。从理论预期来看，这种灵活的就业模式本应帮助零工工作者更好地协

调工作与家庭生活的平衡，缓解工作家庭冲突（Davis et al., 2014; Graham et al., 2017）。然

而，相关研究与现实证据却呈现出与理论预期相悖的结论：零工平台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使

零工工作者面临诸多困境，例如工作时间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过度劳动等问题（裴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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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2024; 苏文帅, 雷懿, 2026; Adekoya et al., 2025; Duggan et al., 2020; Wood et al., 2019; Zha 

et al., 2026）。中国社会科学院 2025 年 3 月发布的《中国睡眠研究报告》显示，骑手等网约

配送员是失眠高发的群体之一。越来越多的零工工作者陷入劳动时间长、任务紧且工作-家

庭界限模糊的状态（马金平等, 2024），挑战了数字劳工平台宣称的“提升工作灵活性，改

善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的初衷（Glavin et al., 2024; James, 2024）。考虑到零工平台往往使用

数据驱动的算法来监督、评估和控制零工（Kadolkar et al., 2025; Laeeque, 2026; 

Parent-Rocheleau et al., 2024），而这种使用编程算法对零工进行管理的模式在学术研究中被

定义为算法管理（Algorithmic Management）（Gagné et al., 2022; Lee et al., 2015）。据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零工平台的算法管理模式，能否影响到零工的家庭生活，并成为

导致其工作家庭冲突的关键因素？ 

零工经济的算法管理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针对算法管理如

何影响零工的情感、态度和行为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魏巍, 刘贝妮, 2023; 詹小慧, 赵

李晶, 2024; Bujold & Parent-Rocheleau, 2024; Lu et al., 2026; Zha et al., 2026）。虽然目前有少

量研究针对算法管理对零工家庭生活的影响开展了一些探索（Chen & Chen, 2026; Laeeque, 

2026），但对于算法管理影响零工工作家庭界面（Work-Family Interface）的内在机制还缺

乏足够的分析。对于工作家庭界面，以往研究建议从积极和消极两个视角进行探究（Frone, 

2003），其中工作家庭促进（Work-Family Facilitation）代表了积极的工作家庭关系，意指

个体在工作或家庭领域所取得的角色绩效有利于其在另一个领域的表现（Wayne et al., 2007）；

工作家庭冲突（Work-Family Conflict）代表了消极的工作家庭关系，是一种因工作与家庭领

域内的要求难以兼顾而产生的角色冲突（Greenhaus & Beutell, 1985）。 

结合算法管理和工作家庭界面的相关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演绎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促

进和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例如：以往研究指出算法管理会对零工实施一种数据驱动的控制，

这会减少零工的工作自主性（Parent-Rocheleau & Parker, 2022），而工作自主性又是增强工

作家庭促进（Lapierre et al., 2018）和减少工作家庭冲突的重要因素（Michel et al., 2011）。

因此，从工作自主性的角度推断，算法管理会降低工作家庭促进并增强工作家庭冲突。相关

研究也指出算法管理可以促使零工进行工作重塑（汪鑫等, 2025; 魏巍, 刘贝妮, 2023; Lippert 

et al., 2023），而工作重塑可以为零工带来必要的资源提高工作家庭促进（Li et al., 2023），

缓解工作家庭冲突（Lyu & Fan, 2022）。所以，从工作重塑的角度来说，算法管理会增强工

作家庭促进和减少工作家庭冲突。以上这些证据间接地表明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

是复杂的，但现有研究并没有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解释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促进和工作家庭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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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影响。因此，探究零工经济背景下算法管理与工作家庭界面之间的关系，帮助零工从业

者妥善处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同时挖掘影响工作家庭界面的前因因素是十分重要的。 

综上所述，算法管理如何影响工作家庭界面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研究问题，并且现有研究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理论框架和直接的实证证据，因此，寻求新的理论视角构建算法管理对零

工工作家庭促进和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模型是有必要的。本研究首先基于双重加工模型

（Dual-Process Model），明确从系统 1（自动化系统）和系统 2（控制性系统）两个层面分

析算法管理对零工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然后基于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分别论述各个系统层面所依托的大脑和个体的耗散结构特征，最后，依据人脑的耗散结构特

征，从系统 1 层面构建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促进的线性影响模型，基于个体的耗散结构特征，

从系统 2 层面建立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冲突的非线性影响模型。本研究可以为分析算法管理

影响工作家庭界面提供一个整合的理论视角，研究结果在理论上可以丰富零工经济背景下算

法管理和工作家庭界面的研究；在实践上可以为改善零工平台的算法管理水平，促进零工工

作家庭的平衡提供指导。 

2 国内外文献综述及分析 

2.1 算法管理的相关研究 

自 2015 年算法管理首次出现在学术文献中开始（Lee et al., 2015），学者们针对算法管

理的概念进行了不同的界定，但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比如：Gagné 等学者（2022）

将算法管理称为编程算法的使用，并且这种管理通常由人工智能所驱动，被组织用来完全或

部分执行劳动力管理和控制功能；马君和赵爽（2022）认为算法管理的界定与其应用场景相

关，可以分为数字平台中的算法管理和标准工作环境中的算法管理。然而也有相关研究指出，

算法管理是一种技术现象，与组织类型无关，可以在大量工作环境中找到（Kellogg et al., 2020; 

Parent-Rocheleau & Parker, 2022）。本研究使用 Gagné 等学者（2022）的概念，认为零工经

济的算法管理是一个多维概念，是平台使用编程算法执行劳动力管理和控制职能的管理实践。

鉴于本研究聚焦于零工平台情境，为避免概念泛化，本文对算法管理的讨论限定于平台用工

场景。区别于传统组织，零工平台通过大数据和算法，以高度自动化的方式替代管理者（赵

爽等, 2026; 周昕洁等, 2024），从而对零工的工作过程执行管理和监督等职能（詹小慧, 苏

晓艳, 2024）。零工平台算法管理在任务分配、过程监控、劳动关系与薪酬机制上，具有强

任务调度、实时监控、去雇主化与收入计件化等特征（詹小慧, 苏晓艳, 2024; 赵爽等, 2026）。 

文献综述的结果表明，以往研究采用了工作要求-资源模型（马君, 赵爽, 2022）、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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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理论（Tripathi et al., 2022）和认知评价理论（魏巍, 刘贝妮, 2023）等多个视角对算法

管理开展了研究，涉及了算法管理对零工的影响（周昕洁等, 2024; Gagné et al., 2022; Zhou et 

al., 2025）、算法管理的伦理与法律问题（汤晓莹, 2021; Basukie et al., 2020）和算法管理对

雇佣关系的影响（Duggan et al., 2020; Tomprou & Lee, 2022）等诸多研究主题。在算法管理

的众多研究主题中，探究算法管理对零工的影响结果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本研究将算法管理

对零工影响的研究整理为图 1 所示的内容框架。算法管理对零工的影响结果可以总结为六个

方面，包括透明性感知（Parent-Rocheleau & Parker, 2022）和工作超负荷感知（Zhou et al., 2025）

等算法认知体验结果；工作自主性（van Zoonen et al., 2025）和工作复杂性（Parent-Rocheleau 

& Parker, 2022）等工作特征感知结果；工作投入（Li et al., 2024）和组织承诺（魏巍, 刘贝

妮, 2023）等零工情感、态度和行为结果；感知员工创造力（Schweitzer & Cremer, 2024）和

感知员工社会地位（Jago et al., 2024）等社会评价认知结果；算法抵抗（丁依林, 2025）和适

应算法（Jarrahi & Sutherland, 2019）等算法应对策略；以及工作家庭冲突（Chen & Chen, 2026）

和监视亲密伴侣行为（Laeeque, 2026）等工作家庭界面的结果。 

 

图 1 算法管理对零工影响的研究内容框架 

2.2 工作家庭界面的相关研究 

工作家庭界面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视角进行研究（Frone, 2003）。早期的工作家庭界

面研究大都从消极视角分析工作家庭冲突问题。这种消极视角认为，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压力

和需求在某些方面是不可调和的，当个体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的角色或需求时，就会产生工

作家庭冲突（Greenhaus & Beutell, 1985）。这是一种双向的概念，包括了工作干扰家庭和家

庭干扰工作，其中工作干扰家庭是指，个体由于工作中的问题干扰了家庭任务的履行；家庭

干扰工作是指，个体由于家庭中的问题干扰到了工作任务的履行（Frone et al., 1992）。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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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作和家庭之间还会存在一种积极的关系，并且这种积极关系与工

作家庭冲突是相互独立的（Kirchmeyer, 1992）。为此，大量学者开始从积极视角探究工作

家庭界面问题。这种积极视角认为，个体在某个领域所参与的活动、获得的收益或解决问题

的流程改进，是可以提升个体在另一个领域的绩效的，当个体参与工作或家庭领域的活动有

利于个体在另一个领域的表现时，会产生工作家庭促进（Wayne et al., 2007）。同样的，工

作家庭促进也是一个双向的概念，包括了工作促进家庭和家庭促进工作，其中工作促进家庭

是指个体在工作中的表现有利于其家庭任务的履行；家庭促进工作是指个体在家庭中的表现

有利于其在工作任务中的履行（Carlson et al., 2006）。以往关于工作家庭界面的研究大都集

中在传统雇佣背景下，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与研究脉络。本研究将传统雇佣背景下工

作家庭界面的前因和结果的相关研究整理为图 2 所示的内容框架。 

 

图 2 传统雇佣背景下工作家庭界面的前因和结果 

以往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社会交换理论、个人-环境匹配理论和角色认同等理论角

度分析了工作家庭促进的前因及其产生的结果；也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角色理论、自我耗损

理论和个人-环境匹配等理论角度分析了工作家庭冲突的前因及其产生的结果。工作家庭界

面的前因变量包括三个方面，具体来说，工作领域因素包括了组织因素（Arefin et al., 2021; 

Wattoo et al., 2020）、领导因素（邹文篪等, 2020; Gull et al., 2023）、同事因素（Norling & Chopik, 

2020; Tang et al., 2014）、工作特征因素（Magee et al., 2012; Wattoo et al., 2020）和工作体验

和行为（张伶, 聂婷, 2013; Lyu & Fan, 2022）等因素；个体差异因素包括了大五人格（Wayne 

et al., 2004）、主动性人格（Xie et al., 2018）和控制点（Baltes et al., 2011）等因素；家庭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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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因素包括了家庭成员因素（Halbesleben et al., 2012; Tang, 2017）、家庭特征因素（Beham et 

al., 2023）和家庭体验和行为（Lapierre & Allen, 2012; Lapierre et al., 2018）等因素。一般来

说，工作领域变量对工作促进/干扰家庭的影响程度会更大，而家庭领域变量则会对家庭促

进/干扰工作的影响程度更大（Lapierre et al., 2018; Michel et al., 2011）。工作家庭界面对员

工的影响结果包括情感（张兰霞等, 2020; Wang et al., 2022）、认知评价（王宁等, 2023; Chan 

et al., 2016）、态度（Tang et al., 2014; Zhang et al., 2012）、行为（张兰霞等, 2023; 张兰霞

等, 2022; Darathi & Sowmya, 2026）和健康（Frone et al., 1997; Magee et al., 2012）等方面。 

然而，零工经济背景下的工作家庭界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类研究主要探究平台的工作特征对零工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比如：Chen和Chen （2026）

的实证研究发现平台工作的灵活性会削弱零工的工作家庭冲突；Glavin 等学者（2024）运用

工作家庭边界理论，认为平台工作固有的不稳定性模糊和破坏了工作和家庭角色的界限，加

剧了零工工作与家庭的冲突；James（2024）的研究发现平台工作虽能提供适配育儿需求的

时空灵活性，但算法管理与无雇主特性也催生了新的工作家庭冲突；胡恩华和刘星言（2026）

的研究发现企业-工会耦合关系能够通过提高网约配送员边界控制感缓解其工作家庭冲突，

且网约配送员的技术运用能力在企业-工会耦合关系与边界控制感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

用。第二类研究主要关注平台的算法管理实践对零工家庭生活的影响。例如：Laeeque（2026）

结合社会学习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和补偿控制理论，发现算法管理会通过增强零工从业者的

控制感提升其监视亲密伴侣的行为；Chen 和 Chen（2026）发现算法监控会增加零工的工作

家庭冲突。 

2.3 研究述评 

通过回顾以往算法管理和工作家庭界面的研究，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已经关注到了算法管

理对零工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但缺少理论框架分析算法管理影响工作家庭界面的内在机制。

不可否认的是，利用以往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促进和工作家庭冲

突的影响。首先，从算法认知体验的方面来看，算法管理可以通过挑战性和阻断性评价影响

工作家庭促进和工作家庭冲突。已有文献表明，零工在面对算法管理时，可能会具有挑战性

或阻断性的认知评价（詹小慧, 赵李晶, 2024; Li et al., 2023; Wang et al., 2025; Zhang et al., 

2023）。挑战性评价有助于产生工作家庭促进，而阻断性评价则可能会增加工作家庭冲突（van 

Steenbergen et al., 2008）。此外，也有研究发现当零工将算法管理评价为一种挑战时，会减

少阻碍家庭幸福的行为，反之，当零工将算法管理评价为一种阻碍时，会产生更多阻碍家庭

幸福的行为（Zhang et al., 2023）。其次，从工作特征感知的方面来看，算法管理可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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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自由度和工作压力等方面作用于工作家庭促进和工作家庭冲突。算法管理可以影响零工

对工作特征的感知（Chen & Chen, 2026; van Zoonen et al., 2023），而工作自由度和工作压力

等工作特征是影响工作家庭促进和工作家庭冲突的前因因素（Lapierre et al., 2018; Michel et 

al., 2011）。最后，从零工情感、态度和行为的方面来看，算法管理可以通过工作重塑和感

知组织支持影响零工的工作家庭促进和工作家庭冲突。Lippert 等学者（2023）的研究表明：

当零工面对算法管理时，会对工作进行重新设计。这种工作重塑行为会为零工带来一定的工

作资源，从而增强工作家庭促进（Li et al., 2023），降低工作家庭冲突（Lyu & Fan, 2022）。

另外，Jabagi 等学者（2020）提出持续监控和评价等算法管理会降低组织支持感。较低的组

织支持感不利于产生工作家庭促进（Wattoo et al., 2018），同时也可能加剧工作家庭冲突

（Michel et al., 2011）。 

总结来看，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构建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及作用路径提

供了一些证据支撑，但是以往研究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缺少了理论框架阐释算

法管理对工作家庭界面的内在机制。以往学者围绕着算法管理对零工的影响取得了丰富的研

究成果，但却几乎没有研究关注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界面影响的内在机制。虽然依据以往研

究可以从算法认知体验和工作特征感知等多个方面去构建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

但却缺少了一个整合的框架明确地解释算法管理对零工工作家庭界面的复杂影响。第二，以

往学者在探究算法管理对零工的影响时，对两个加工系统所依托的大脑和个体的耗散结构特

征缺乏思考。在算法管理影响零工的研究中，大都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马君, 赵爽, 2022）、

自我决定理论（赵爽等, 2026; Tripathi et al., 2022）、公平理论（Jabagi et al., 2024）、认知

评价理论（魏巍, 刘贝妮, 2023）、资源保存理论（张兰霞等, 2024）、公平启发理论（Xiang 

et al., 2025）和归因理论（Zhou et al., 2025）等角度出发，但这些理论对零工大脑及其本身

所具有的耗散结构特征都没有涉及。第三，现有研究对零工的自我管理水平等个体差异因素，

在算法管理与相关结果变量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缺少关注。在算法管理所导致的结果研究中，

学者们分析了核心自我评价、调节焦点、正念和人工智能风险观念等少量个体差异的调节作

用，但对于可能会影响两个加工系统和耗散结构运行的个体差异因素却鲜有涉及。 

3 研究构想 

双重加工系统（Dual-Process Model）指出个体在面对外部环境或信息时会采用两种模

式进行处理（Evans, 2008）：一种是快速、自动和无意识的（系统 1），另一种是缓慢、受

控制和有意识的（系统 2）（Evans, 2008; Evans & Stanovich, 2013）。比如：Ming 等人（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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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发现，在面对外部环境刺激时，个体可能会依据自身经验，分别采用直觉式加工模式

与深度分析思考模式。考虑到算法管理本身也属于一种外部环境（裴嘉良等, 2024; 周昕洁

等, 2024）。因此，本研究认为，当个体面对算法管理时，也可能会使用这两个加工系统处

理并做出反应。依据双重加工模型，系统 1 是人与动物共同享有的，是大脑能够以无意识的

方式自动处理信息的模式（Evans, 2008）。鉴于系统 1 主要依赖于大脑的自动化运行（Evans, 

2008），大脑的结构与功能特征对于理解个体在面对算法管理时系统 1 的信息处理过程具有

重要的意义。系统 2 是人类在进化上较晚发展起来的、以有意识方式处理信息的主要认知模

式（Evans, 2008; Evans & Stanovich, 2013; Toates, 2006）。因此，个体作为一个有意识的生

命体，了解其自身所具备的特点对明确个体在面对算法管理时系统 2 的信息加工过程具有关

键的作用。为了从系统 1 和系统 2 两个层面分别解构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本研

究会首先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分析大脑和个体本身的特征，然后分别从系统 1 和系统 2 层面分

析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总而言之，系统 1 对应大脑的耗散结构（依托大脑的自

动化信息加工过程，影响工作家庭促进）；系统 2 对应个体本身的耗散结构（依赖个体有意

识的认知调控过程，影响工作家庭冲突）。 

围绕“算法管理如何影响工作家庭界面”这一核心问题，本研究将分为两个研究详细阐

述。研究一主要从系统 1 层面，利用人脑所具备的耗散结构特征，分析算法管理线性影响工

作家庭促进的作用机制，并探究零工的平台算法熟悉度的调节作用，为明确算法管理对工作

家庭促进的作用条件提供理论支撑。研究二从系统 2 层面，利用个体所具备的耗散结构特征，

分析算法管理非线性影响工作家庭冲突的作用机制，挖掘零工自我管理水平的调节作用，为

厘清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冲突的作用条件提供实证支撑。 

3.1 研究一：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促进线性影响的作用路径及边界条件 

研究一主要探究在系统 1 的处理模式下，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由于系统 1

主要依赖于大脑以无意识的方式处理信息（Evans, 2008），因此，本研究认为大脑处理信息

的特点直接决定了系统 1 对外界信息的处理结果。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指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在外界环境变化到某个特定阈值时，就可能从量变发展到质

变。同时，由于系统不断地与外界进行能量和物质的交换，也就可能从原先无序的结构转变

为一种特殊的有序结构（Prigogine, 1978）。以往的研究指出大脑是一个具备耗散结构特征

的系统（程利国, 1992; Vitiello, 2004）。首先，大脑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在与外界环境进行物

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开放系统（Vitiello, 2004）。其次，整个大脑系统都保持着远离平衡

的状态（Vitiello, 2004）。由于大脑一直都与外界环境进行交换，所以大脑一直都在接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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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而一旦大脑获得了信息，大脑的状态就会被永久改变，没有办法回到未获得信息之前

的初始状态。这种信息获取的不可逆性，使持续接收外界信息的大脑不断更新与调整，从而

始终远离平衡状态。再次，大脑中存在的细胞骨架和神经元树突等层级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

相互作用，并共同演化（Vitiello, 2004）。最后，外界的刺激或神经元的放电都可以形成一

次随机涨落，经由大脑的各个层面之间的非线性作用的放大，使得整个系统从无序向有序转

变（Vitiello, 2004）。 

大脑的耗散结构特征会使得个体在面对任何信息时，都会自动地将杂乱无章的信息处理

为有序的状态。但是当接收的信息量很大时，大脑为了处理这些信息就会分配大量的空间进

行存储和处理，最终导致个体的注意力难以集中。很多研究都能够为这一推论提供实证支撑。

比如，个体通过频繁的浏览短视频会让大脑自动地接受大量信息，进而导致个体的注意力持

续时间变短（Asif & Kazi, 2024; Desani, 2024; Pranathi & Jacob, 2025）。反过来，依据大脑

的耗散结构特征，当个体仅接受少量信息时，大脑仅需要分配少量空间进行存储和处理，从

而有利于个体提升专注力。以往研究表明，由于算法难以考虑情境化的信息，所以由算法所

做的决策和提供的信息被认为是简化的（Newman et al., 2020）。同时，也有学者表明算法

管理往往与简单的工作是相关的（Parent-Rocheleau et al., 2024）。最主要的是，算法往往依

据既定的规则和程序进行管理。也就是说，算法管理下零工所接受的信息是少且无序程度低

的。因此，算法管理下的零工所获得的信息是简单的，使零工的大脑只需处理少量的信息，

更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工作上，从而有助于提升工作效率并促进工作目标的完成。相关

实证研究也对这个观点提供了一些支持。比如：马君和赵爽（2022）的研究认为，算法管理

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零工的工作内容，增强了零工对工作的投入程度，有助于其提升绩效。

以往研究表明，工作目标的完成会让个体获得更多的积极情绪（Bipp et al., 2021）和较高的

工作绩效（聂琦等, 2021）。鉴于工作家庭促进形成的基本假定是：工作中所获得的发展、

情感、资本与效能等收益，能够促进个体在家庭中的功能发挥（Lapierre et al., 2018; Williams 

& Alliger, 1994）。因此，本研究认为，在系统 1 的处理模式下，算法管理有助于提升零工

的工作专注度和工作目标进展，而工作目标进展所带来的积极情绪和绩效等收益会进一步溢

出到家庭领域，进而对个体在家庭领域的表现产生正向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1：在系统 1 的处理模式下，算法管理能够通过提升零工的工作专注度和工作目标

进展增强工作家庭促进。 

现有研究表明算法管理所产生的影响是存在边界条件的（詹小慧, 赵李晶, 2024; Lee, 

2018）。算法管理之所以能够提高零工的工作专注度，是因为算法管理所输出的信息是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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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的，零工只需处理少量无序的信息，从而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当前工作中。Smith 和

DeCoster（2000）的研究指出大量的实践能够使问题的答案自动出现在人们的意识中，促使

处理思维的控制系统转向自动系统，在这其中，文化知识是影响个人思维的关键机制。此外，

算法是一种社会技术系统，用户与算法的交互是相互塑造的（Kitchin, 2019），需要考虑用

户在算法系统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及其对算法决策的影响（Sundar, 2020），因此零工对这些

系统的理解可能会调节算法管理的影响结果。实际上，为了加强零工对算法平台规则的理解，

部分在线劳动平台也已经开始向零工披露和解释算法的运行规则（丁依林, 2025）。因此，

本研究认为，对于平台零工来说，零工对平台算法的熟悉度也会影响零工对平台算法管理运

作的理解，进而影响零工的行为。本研究将平台算法熟悉度定义为个体了解算法在平台和服

务中的使用以及了解算法如何工作的组合，其具体表现就是对平台算法规则的理解。本研究

认为零工的平台算法熟悉度是有差异的，并会影响零工在面临算法管理时的信息处理过程。 

当零工拥有较高的平台算法熟悉度时，他们往往对平台的算法规则有透彻的理解。在这

种情况下，零工不需要额外学习或理解与算法管理相关的知识。因此，平台算法熟悉度高的

零工在面对算法管理时，大脑需要额外处理的信息就更少，所消耗的注意力资源也就相应地

会减少，从而更可能提高工作专注度。此外，平台算法熟悉度高的零工也可能拥有应对甚至

影响算法操作的技能，这有助于零工以自主的方式理解、评估和响应算法，使算法系统与他

们自己的需求和组织期望保持一致。当个体所追求的工作目标能够反映个人兴趣和价值时，

个体就会持续地付出努力（Sheldon & Elliot, 1999），更可能让零工的注意力集中在当前工

作中，提高工作专注度。相反，当零工的平台算法熟悉度较低时，零工拥有较少的与平台算

法规则相关的知识，并且缺乏对算法系统如何运行以及信息如何在这些平台系统中传播的理

解。较低的平台算法熟悉度限制了零工对平台算法规则的感知和意识，零工在接受算法的管

理或是利用算法时，需要大脑消耗额外的注意力资源来理解算法管理的要求和规则，这在一

定程度上分散了零工的注意力。基于以上推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2：在系统 1 的处理模式下，零工的平台算法熟悉度能够增强算法管理与工作专注

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综合命题 1 和命题 2 的逻辑，本研究认为，平台算法熟悉度高的零工，在面对算法管理

时更容易提高工作专注度，进而促进工作目标进展，这种工作上的成就会对家庭生活产生积

极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命题： 

命题 3：在系统 1 的处理模式下，零工的平台算法熟悉度越高，算法管理通过工作专注

度和工作目标进展增强工作家庭促进的可能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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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二：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冲突非线性影响的内在机制及作用条件 

研究二主要探究在系统 2 的处理模式下，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系统 2 是人

类有意识处理信息的一种模式（Evans, 2008），因此，本研究认为个体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系

统 2 对外界刺激的处理结果。以往研究指出人类本身具备了耗散结构的特性（Almendro & 

Weber, 2012）。首先，人类为了维持生命必须通过呼吸、饮食和排泄等活动与外界环境进行

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同时作为人类重要组成部分的大脑也需要接收外界的信息（Vitiello, 

2004），所以毫无疑问人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次，人类本身始终都处于远离平衡的状态。

由于人类需要与外界环境保持交换的状态，所以面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人类需要不断地进行

自我调整以适应环境的改变。再次，人类本身的生理系统和心理系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

互作用的。生理状态是心理状态的物质基础，心理状态反过来也会调控生理活动（Almendro 

& Weber, 2012）。最后，由于人类具备自组织能力，当外界环境变化时，人类可以通过自

己内部的心理机制和环境互动，生成新的秩序（Jia & Wang, 2024）。比如：一个长期无人

居住的屋子，时间长了，屋子就会布满灰尘（趋于无序）。然而，如果屋子里有人居住，相

对来说，整个屋子就会变得整洁一些（趋于有序）。其核心原因就是人类的耗散结构特性，

当屋子变得混乱和不整洁时，一般情况下人类就会去整理，从而让屋子变得干净一些。 

鉴于个体本身的耗散结构特征，当个体面临外部刺激时，会通过自身的内部调整，逐渐

自组织成一个有序可预测的状态。但是根据耗散结构理论，当外界环境的刺激值尚未达到某

一阈值之前，整个系统的混乱程度会逐步增大，只有当外界环境达到某一阈值后，系统才会

从无序状态变为有序状态（Prigogine, 1978）。在心理学中一般用心理熵代表个体精神的混

乱程度（Hirsh et al., 2012）。因此，当外界环境还没有变化到某个阈值时，个体的心理熵会

增大，当外界环境超过阈值后，个体的心理熵就会逐步降低。基于以往研究，本研究认为算

法管理相对于零工而言属于一种外部环境（裴嘉良等, 2024; 周昕洁等, 2024）。具体而言：

算法管理是零工平台用于监督、评估和控制零工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Laeeque, 2026），同

时，也有研究将算法管理视为一种工作压力源，会对零工的心理状态与工作体验产生显著影

响（Benlian et al., 2022）。鉴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工作压力源都属于一种外部环境因素（王

薇等, 2026; Sprung et al., 2012）。因此，本研究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将算法管理视为一种外

部环境扰动，提出其与心理熵之间呈现出非线性的倒 U 型关系。由于心理熵本质上就代表

了一种混乱和不确定性感（Hirsh et al., 2012），并且不确定感知作为一种压力源是造成工作

家庭冲突的一个关键因素（Michel et al., 2011）。因此，本研究认为，当算法管理的程度到

达某个阈值前，零工的心理熵和不确定性感知会随着算法管理程度的加强逐渐增大，进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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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工作家庭冲突；当超过某个阈值后，算法管理又会降低零工的心理熵和不确定性感知，最

终减少工作家庭冲突。由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4：在系统 2 的处理模式下，算法管理会通过心理熵和不确定性感知对工作家庭冲

突产生倒 U 型的影响。 

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会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

（Prigogine, 1978）。因此，个体本身作为一种耗散结构，会不断地与算法管理塑造的外部

环境交换信息和资源，形成自组织的有序的结构。Jia 和 Wang（2024）认为，心理熵反映了

个体在组织内外主动适应、管理、调节和控制“熵变化”的元思维定势，个体天生具有减少

心理熵的能力。但由于个体控制熵的能力不同，所以降低心理熵的结果有很大差异（Jia & 

Wang, 2024）。所以，本研究认为算法管理对心理熵的非线性影响会受到零工自我管理水平

的影响。 

自我管理是个体主动应用认知及行为策略对自身的思维、情绪、行为以及所处环境等进

行目标管理的过程（Schunk & Zimmerman, 1997）。孙晓敏和薛刚（2008）的研究指出，能

够有意识地对自身的思想、动机和行为等进行调节和控制是人类一个显著的特征。这也是双

重加工系统中系统 2 加工模式的核心体现。自我管理能够促使个体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景中对

自己的行为不断进行调节以达到某种目标（孙晓敏, 薛刚, 2008）。因此，在面对外部环境

带来的混乱和不确定性状态时，相较于其他零工，能够进行自我管理的零工具有较强的适应

和控制能力，即使在混乱的外界环境中也能够主动地将信息转化为有序的信息，进而持续与

外界交换信息来构建一个不平衡的开放系统，从而更好地控制和管理熵增。这种情况下的零

工在面对算法管理引起的熵增时，更能做到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同时由于更加积极主动地适

应外在的环境，可能更快地形成有序的耗散结构。因此，当零工能够进行自我管理时，算法

管理与心理熵之间的倒U型关系会变得更加平缓，同时顶点所对应的算法管理程度会更小。

相反，当零工不能进行自我管理或自我管理水平较低时，那么在外界环境的变化未达到阈值

时，零工的心理混乱程度会更大。同时，由于这些零工缺乏开展自我管理所需的充足的能力

和资源，以及积极主动适应外界环境的意愿，个体形成耗散结构趋于有序的可能性也会逐步

降低。在这种情况下，算法管理与心理熵之间的倒 U 型关系会变得更加陡峭，同时顶点所

对应的算法管理程度也会变得更大，甚至还可能让算法管理和心理熵之间的关系变成正相关。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 5：在系统 2 的处理模式下，零工的自我管理水平可以调节算法管理与心理熵之间

的倒 U 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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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在系统 2 的处理模式下，随着零工自我管理水平的增强，算法管理与心理熵

之间的倒 U 型关系会变得更加平缓，并且顶点所对应的算法管理程度会变小。 

综合命题 4 和命题 5 的逻辑，本研究认为算法管理通过心理熵和不确定性感知对工作家

庭冲突产生的倒 U 型影响会受到零工自我管理水平的调节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

命题： 

命题 6：在系统 2 的处理模式下，零工的自我管理水平能够调节算法管理通过心理熵和

不确定性感知对工作家庭冲突产生的倒 U 型影响。 

具体来说，在系统 2 的处理模式下，随着零工自我管理水平的增强，算法管理通过心理

熵和不确定性感知对工作家庭冲突产生的倒 U 型影响，会变得更加平缓，并且顶点所对应

的算法管理程度会变小。 

针对所提出的研究命题，需要首先识别大脑和人类本身所具有的耗散结构特征，这是后

续研究内容的前提和基础。考虑到已有研究缺少相应的实证证据，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需

要进行更严谨的研究设计。在寻求大脑是一种耗散结构的依据时，考虑到大脑活动的隐蔽性，

可以使用眼动仪和脑电仪进行实验设计，收集个体的眼动数据和脑电波数据，更加客观地反

映注意力的变化。在探究人类本身所具有的耗散结构特征时，可以采用准实验研究和问卷调

查相结合的方法，识别个体心理熵的非线性特征。针对零工经济算法管理影响工作家庭促进

与冲突的被调节中介模型，可采用情境模拟实验与多时点、体验式抽样的问卷调查进行交叉

验证，以增强研究结果的内外部效度与稳健性。 

4 理论构建与研究意义 

本研究基于双重加工模型和耗散结构理论构建了算法管理影响工作家庭促进和工作家

庭冲突的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理论模型如图 3 所示）。现有研究缺少整合的框架分析算法管

理对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并且以往算法管理的研究也没有关注到大脑和个体自身的耗散结

构特征。本研究基于双重加工模型，分别从系统 1 和系统 2 两个层面分析了算法管理对工作

家庭界面的影响。在系统 1 层面，基于大脑的耗散结构特征，从工作家庭界面的积极视角，

分析了算法管理对零工工作家庭促进的线性影响模型；在系统 2 层面，基于个体自身的耗散

结构特征，从工作家庭界面的消极视角，阐述了算法管理对零工工作家庭冲突的非线性影响

模型。拟通过实验研究以及问卷调查等多重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对提升组织的算法

管理水平，促进工作家庭平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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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本研究的理论构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本研究基于双重加工模型和耗散结构理论，

识别大脑和人类生命体所具有的耗散结构特征，并探究算法管理对零工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

可以丰富算法管理研究的理论视角，并拓展算法管理的结果变量网络以及工作家庭界面的前

因变量网络。现有算法管理的文献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自我决定理论和认知评价理论等

多个角度分析了算法管理对零工情感、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詹小慧, 赵李晶, 2024; 赵爽等, 

2026; Darathi & Sowmya, 2026; Lippert et al., 2023; Lu et al., 2024）。此外，这些角度都没有

涉及零工大脑以及其本身所具有的耗散结构特征。本研究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将零工大脑及

其本身所具有的耗散结构特征，纳入到算法管理影响零工的分析框架中，丰富了算法管理的

研究视角。另一方面，以往研究分析了算法管理对零工工作自主性、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

和组织承诺等变量的影响（魏巍, 刘贝妮, 2023; 詹小慧, 赵李晶, 2024; Jabagi et al., 2021; van 

Zoonen et al., 2025），但却对算法管理与工作家庭界面关系以及内在机制的探讨还存在不足。

本研究利用耗散结构理论，将人脑和个体本身视为一种耗散结构，分析算法管理对零工工作

家庭促进和工作家庭冲突的复杂影响，从而将工作家庭界面引入到算法管理的影响结果网络

中。 

其次，本研究利用人脑的耗散结构特征，构建算法管理线性影响工作家庭促进被调节的

中介模型，可以揭示算法管理提高工作家庭促进的内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识别算法管理对

提升注意力的积极作用，同时弥补以往研究忽视人脑耗散结构特征的不足。以往研究并没有

针对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促进影响的作用机制进行挖掘。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可以从工作

特征感知、认知评价、工作重塑和员工态度等多个方面阐述算法管理影响工作家庭促进的作

算法管理 

-监督 

-目标设定 

-工作安排 

-绩效评估 

-薪酬 

工作目 

标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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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家庭界面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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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制。然而，这些研究成果能否成为连接算法管理和工作家庭促进关系的纽带还缺乏实证

依据。本研究在耗散结构理论的基础上，考虑人脑的耗散结构特征，分析算法管理通过提升

零工工作专注度和工作目标进展增强工作家庭促进的作用路径。本研究还能说明算法管理提

升工作家庭促进的路径选择条件。虽然关于算法管理对零工影响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

但算法管理的逻辑关系网络还缺少了与注意力相关的变量。因此，本研究通过关注人脑的耗

散结构特征，可以识别算法管理对零工注意力的提升效果，完善算法管理的理论网络。 

此外，本研究利用个体自身的耗散结构特征，建立算法管理非线性影响工作家庭冲突被

调节的中介模型，有助于揭示算法管理与工作家庭冲突倒 U 型关系的作用机制及其作用条

件，识别算法管理对零工复杂影响的本质，并弥补以往算法管理研究对于零工本身耗散结构

特征的忽视。以往研究表明人类生命体是一种耗散结构（Almendro & Weber, 2012; Jia & 

Wang, 2024）。因此，当外界环境变化到某一阈值前，个体的精神混乱度会随着外界环境的

变化而增大，但是当外界环境超过某个阈值后，会形成一种有序的结构。在这种有序结构下，

个体的精神混乱度也会逐步降低。考虑到算法管理对零工来说也是一种外部环境，因此，本

研究提出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冲突可能存在倒 U 型的关系。然而，以往算法管理的研究并

没有关注到零工本身所具有的耗散结构特征。因此本研究基于双重加工模型，利用人类生命

体所具有的耗散结构特征，分析算法管理通过心理熵和不确定性感知非线性影响工作家庭冲

突的作用路径，并结合零工的自我管理水平，说明算法管理非线性影响工作家庭冲突路径的

选择条件。因此，本研究可以揭示出算法管理对零工的复杂影响，还能填补以往研究对零工

本身耗散结构特征忽略的不足。 

通过对上述模型的探讨，本研究对相关研究领域做出如下贡献：第一，本研究丰富了算

法管理研究的理论视角，揭示了算法管理对零工的内在影响机制。现有算法管理的相关研究

多依托工作要求-资源模型、自我决定理论、认知评价理论等理论展开，尚未从生理神经层

面考虑个体大脑与其自身所具有的耗散结构特征。本研究通过整合双重加工模型与耗散结构

理论，结合人脑与人类本身的耗散结构特征，把算法管理作为引发个体系统涨落的重要因素

纳入分析，为算法管理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第二，本研究有助于丰富零工

场景下算法管理与工作家庭界面的研究。现有关于工作家庭界面的研究对零工经济平台用工

的特殊场景关注不足，且以往算法管理领域的研究多集中于工作领域内的结果变量，系统分

析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界面影响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将工作家庭界面纳入到算法管理的影响

结果网络中，既拓展了算法管理影响效应的研究边界，也丰富了零工经济背景下工作家庭界

面的研究。第三，本研究有助于厘清零工经济背景下算法管理影响工作家庭界面的内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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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效应发挥的边界条件。已有的研究针对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机制缺乏足够的

探索，且针对零工工作家庭界面的研究大多围绕工作家庭冲突这一单维度展开研究，缺乏整

合的理论框架分析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本研究在双重加工模型和耗散结构理论

下，明确了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促进和工作家庭冲突的作用路径，并进一步识别了两条作用

路径的边界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续针对零工工作家庭界面的整合性研究提供了参考思路。

第四，本研究拓展了双重加工模型的应用场景。现有研究多将其应用于消费决策（辛欣, 任

俊生, 2018; Sanjari et al., 2017）、人际互动（耿瑞利等, 2025; Bohl & van den Bos, 2012）等

领域，本研究将双重加工模型应用于算法管理的研究中，揭示了算法管理通过系统 1 和系统

2 两条路径分别影响工作家庭界面的机制，丰富了双重加工模型在数字经济时代的适用场景。

相对于传统管理中富含情境化信息和人际沟通等特点，算法管理依据既定的规则和程序进行

标准化管理，为零工提供了较为简化且去除了人为因素、无序程度较低的信息，在一定程度

上简化了零工的工作内容，形成了与传统管理不同的认知输入特征。这种较为简单且无序程

度低的认知输入使个体仅需处理少量的信息，从而提升工作专注度并促进工作目标进展，重

塑了零工从认知到行为的加工过程。此外，本研究结合耗散结构理论将系统 1 与系统 2 分别

对应于大脑的耗散结构和个体机体的耗散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为双重加工模型的底层系统基

础提供了生理系统层面的相关理论支持。 

本研究的发现预期为社会、企业和零工适应算法社会并更好地处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

系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对社会而言，本研究的成果有助于推动零工经济的发展，增强人民

的幸福感。本研究通过探究零工经济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可以让平台组织了解

零工从业者对算法管理的反应，采取合理的措施削弱零工从业者对算法管理的消极反应，从

而鼓励更多的人员加入到零工经济中。另外，追求美好生活是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工作

家庭促进的增加和工作家庭冲突的减少有利于帮助人民获得幸福感。对企业而言，本研究有

助于提升企业的算法管理水平，加快推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企业追

求的是如何利用算法实现对工人的有效管理，提升工人的绩效水平。为此，企业的管理实践

者需要明确工人对算法管理的反应，同时也需要了解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削弱工人对算法管理

的负面感受。本研究有助于企业，尤其是平台型企业管理者，明晰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促进

与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并帮助企业采取合理的措施强化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促进的增益效

果，削弱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恶化作用，助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零工而言，本研

究有助于提高零工对算法管理的认识，增加工作家庭促进的体验，减少工作家庭冲突的经历，

提升自身的幸福感。本研究通过对算法管理的研究，可以帮助零工及其他普通员工了解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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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复杂性特征，从而减少因为不了解算法管理而带来的不确定性。另外，本研究的结果

可以识别出增强算法管理对工作家庭促进提升效果的途径，还可以探索出抵消算法管理对工

作家庭冲突恶化效果的方法，有助于劳动者妥善处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 

当前本研究构想还存在一定局限。第一，算法管理的同一功能模块或不同功能模块都可

能对零工产生差异化的影响。例如：算法调度虽然能确定劳动力需求和供应之间的最佳匹配，

但可能会限制员工的话语权，降低零工的自主性水平（Parent-Rocheleau & Parker, 2022）；

算法推荐能够优化零工与任务和客户的匹配，有助于提高零工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绩效，但也

可能会导致信息过载，增加零工的工作压力（Zhou et al., 2025）。因此算法管理作用于工作

家庭界面的路径与效果也可能存在异质性。然而本研究将算法管理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构念，

没有区分算法管理不同实践对零工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未来在实证研究中，可以进一步区

分出算法管理的各个功能模块对工作家庭界面的不同影响。其次，本研究引入“平台算法熟

悉度”作为调节变量，探究零工经济算法管理对零工影响的边界条件。然而目前学术界尚未

形成关于平台算法熟悉度的成熟的测量工具，因此，后续研究也将在进一步明确其概念内涵

和外延的基础上开发具有良好信效度的测量问卷。此外，当前研究构想仍处于理论构建阶段，

理论框架与实践场景的结合还不够紧密。未来研究中可以通过多案例研究和深度访谈等方式

纳入一些实际案例分析与现场调研环节，增强理论框架与现实场景的适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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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algorithmic management affects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A dual-process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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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gorithmic management has become the primary management model for the gig 

economy and platform work. Its “rush-games-style” management traps gig workers in an intense 

and unstable work rhythm, which exacerbates the tension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and triggers 

the dilemma of blurring of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for gig workers. How to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of common concern to both managers and gig workers. 

Based on the dual-process model and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of the impact of algorithmic management on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Specifically, Study 1 relies on the dissipativ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man 

brain and constructs a linear impact model of algorithmic management on work-family facili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1; Study 2 draws on the dissipativ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ividual and constructs a nonlinear impact model of algorithmic management on work-family 



confli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2. The anticipated findings can provide an appropriat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explaining the impact of algorithmic management on the work-family 

interface, and offer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gig platforms’ algorithmic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and helping gig workers better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Keywords: gig economy, algorithmic management, work-family interface, dual-process model,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